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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 
 
 

东西方文化的本原差别及其分野 
         
 
提要:  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应当以源头文化差别、语言结构差别、本原哲学差别和衍生文化差别

为标准。语言文字学是学科之母。语言结构类型特征决定了语音分析模式，屈折语语音的继起性

产生了语音分析的音素论，词根语语音的共起性导致了语言感知的音节论。认知模式、思维模式、

思辨模式与语音分析模式具有相关性。本原哲学结构模式与语音结构模式具有同构性，欧洲自然

哲学的原子论模式与音素论同构，中国人伦哲学的玄牝象模式与音节论同构。语音模式、哲学模

式、思维模式对子文化结构模式具有制约性。某一类型中的子文化模式只是这些模式在衍生文化

领域内的历史性延伸。通过追根穷源和纵横比较研究，可以把东亚华夏汉文化定性为东方文化类

型，把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定性为西方文化类型。唯有以语言文字为线索，才可能

贯通原始崇拜、神话学、宗教学、历史学、哲学、思维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

自然科学、艺术学等，以揭开东西方语言文化哲学模式的生命密码。只有发现了中国文化的 DNA，

才能够从根本上解释 3000 年来的过去中国、准确描写东西方文化合流中的 20 世纪现当代中国和

预见 21 世纪的未来中国。东西方文化本原差别的研究，其价值在于早日走出困扰了中国几百年的

现代化或世界化问题的怪圈。     
 
 
    从距今于 4 万年左右的心智现代人类开始，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文化”。尽管考古学

界的一些学者为了区别不同的阶段，把史前现代人的创造称为“文化”，而把史后现代人的创造称

为“文明”，但通常习惯于用“东西方文化”来指有史可考的欧亚非文明。东西方文化差异主要是指

史后文明的差异，但在讨论文明起源时必然牵涉到史前文化，因此东西方文明也就包含了相关的

东西方史前文化。 
    季羡林（1991）提出：1.“经多少年思考，世界文化可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

与西欧文化”；2.“前三种文化为东方文化，西欧文化为西方文化”；3.“西欧文化为印欧语言”。[1] 虽
未见详细论证，但季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多年思考和东西方文化类型或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却

给文化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1.“东西方文化”的观察点是什么？2.世界文化类型划分的标准是什

么？3.这四种文化的文明源头是什么？4.语言文字谱系、语言文字类型与文化类型是什么关系？5.
语言类型、语言分析模式与思维模式和本原哲学模式有着什么样的关系？6.科技文化、艺术文化

与文化类型有着什么样的关系？7.“东西方文化”的合适类型划分应是什么样的？ 
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是区分东西方文化类型或世界文化类型的关键，而且关系到一般文化哲学

的基本理论和对整个世界文化历史和类型的宏观把握与中微观研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这方面

的追根穷源、纵横比较的系统探讨，本文尝试展开本原性、跨学科、全方位的大文化探讨，以祈

对“读懂世界或理解中国”有所促进。 
———————— 

原刊于《引玉集：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论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0 年印行。《理论语言学：

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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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欧中心主义和东亚中原主义 

    作为近现代地理学概念的亚洲和欧洲，并不是文化学上的文化类型或文化圈的概念。把处于

亚洲的文化称之为“东方文化”，把处于欧洲的文化称之为“西方文化”，以近现代地理学的概念作

为区分东西文化的标准，虽然出于某种习惯，但显然缺少文化学理论根据，至少可以说是囿于近

现代地理学眼光。 
    东西方的地理概念，不仅具有空间上的相对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时间上的延展性。 以欧洲为

观察点，习惯上将位于欧洲之东的亚洲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如果以从古到今的欧洲为观察点，

“东方”则是一个逐步向东延伸的动态概念。古希腊以小亚细亚为东方，古罗马以土耳其为东方，

中世纪以阿拉伯为东方，殖民时代开始以印度等地为东方，而后以中国等地为远东。将地处欧洲

之东的亚洲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一概称之为“东方文化”，无疑是出于欧洲学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西
欧中心主义”为观察点的“西欧文化眼光”。 
    以现代中国为观察点，印度地处南亚，伊朗等地处中亚，阿拉伯区域地处西亚，欧洲可统称

为西欧。如果以从古到今的中国为观察点，“西方”也是一个逐步西移的动态历史概念。上古三代

以“中原” [2]为地之中央，所谓周边四方民族分别称之为东夷、西羌、南蛮、北狄。源于西羌

的周族来自殷商的“西方”[3]今陕甘青一带。汉代称今中国境内的新疆，包括中亚、西亚一带为“西
域”。唐代称印度为“西天”。明初称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包括东非一带地域和海域为“西洋”。
明末满清以“西洋”称欧洲，亦称之为“西方”、“泰西”和“大西”。与西域、西天相对，汉唐帝国的

中原又自称为“中土”、“东土”。因此秦汉以后，以中原为观察点，所谓东方即中原之东，中原以

西则谓之西方。依据华夏汉人这一历史性视角，在中原汉文化区域之外的西部文化皆谓之西方文

化。此出于以“东亚中原主义”或“中国文化中心”为观察点的“东土文化眼光”。 
    在历史上，如果以阿拉伯与欧洲相对，则阿拉伯自称为“东方”。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那（Ibn 
Sina，980－1037）的名著就叫《东方哲学》，以致于“东方学”术语在西方沿用至今。如果以印度

为观察点，则东西方又各有不同。以地理位置的相对性指称传统的“东西方文化”，既基于地域上

的东西之别，又隐含着“西欧眼光”与“中原眼光”的不同的“文化中心主义”，并不是不同类型文化

的本质划分。 
    显而易见，东西方文化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应是欧亚两洲的地理学分界，不应是西欧中心主义

或东亚中原主义的文化视角。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应当运用以源头文化、语言结构、本原哲学

和衍生文化四维组合而成的综合性标准。 

二、地中海文化圈和东亚南洋文化圈 

    远古地中海文化圈包括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与爱琴海文化（基克拉泽斯－克利

特－迈锡尼）。依据文明的起源，伊斯兰文化（西亚－阿拉伯－伊斯兰）、西欧文化（古希腊－罗

马－欧洲）和印度文化（古雅利安－吠陀－佛教）的母文化源头皆在地中海文化圈。尽管苏美尔

人来历不明，然而苏美尔文明无疑是西亚文化的古老源头，同时古埃及文化是西亚文化的接触源

头，犹太文化、巴比伦－亚述文化为之后裔。阿拉伯半岛插入埃及与巴比伦两大古代文明之间，

南部海路又与古代印度文明相通，很早就接受这些文化影响的阿拉伯人，在西元①6 世纪形成了 
———————— 
①西元是基督教纪年法。525 年，狄奥尼西提出把耶稣诞生的年份做为元年，得到罗马教会的支

持并在教会内使用此种纪年法。1582 年，罗马教皇建立格列历，继续采用这种纪年法，逐渐为欧

洲各国采用。虽然当今世界各国多有采用者，但从未有将“西元”定为国际通用的协议。因此“公元”
一词名不副实，应当以“西元”称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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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 
爱琴海文化与两河流域文化有惊人的相似性，又与埃及文化早有接触。迈锡尼人一度深入腓

尼基、比布鲁斯和巴勒斯坦，形成塞浦路斯-迈锡尼文明。多利亚人的古希腊文化源于爱琴海文化，

又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文献证明，希腊神谱与巴比伦神话极其相似，而巴比伦神话则源于苏美

尔文明。[4]前 9 世纪，希腊从腓尼基借来字母，形成了古希腊文明，罗马继承和发展了希腊文化，

由此演变为西欧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文化和近现代科技文化。欧洲的整个精神生活，包括哲学、

道德、美学和政治思想，都源于希腊-罗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精神创造。 
    印度远古文明是由达罗毗荼土著创造的哈拉巴文化，大概前 1750 年开始衰落。前 1300 年，

一支来自中亚的与现代欧洲人同根，所操梵语与欧洲语言同源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在从牧畜民

转变为半农半牧民的过程中，创造了恒河吠陀文化，在前 6 世进入佛陀时代。雅利安创造的印度

文明源于地中海文化圈，虽分化较早但一直交往，婆罗米字母即源于西亚阿拉马字母。前 6 世纪

和前 4 世纪，大流士一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曾先后占领印度的部分领土和入侵印度河流域，把波斯

文化和希腊文化传入印度。 
    与西欧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都是地中海文化的变元文化不同，华夏文化植根于远古

东亚文化圈。依据考古文化学研究，大约距今 7000 年前后，东亚大陆形成了东南青莲岗、西北仰

韶和北方细石器三大考古文化系统。距今 6000 年左右，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兼包东西考古文化

系统特征的文化体，这一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可能就是原始华夏文化共同体的胚胎。[5]三大考古

文化系统交汇的中原地区，经过持久的接触、冲突、交融和洪溢，在距今 4000－5000 年左右形成

了原始华夏文化，历五帝三代日臻成熟，以汉唐文化蜚声世界。根据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不同于

中原文化的象征王权的金杖、覆以金面罩的雕像和青铜神树等文物，可以推定距今 4500－3000
年左右，西亚文化曾经传播到长江中游的巴蜀地区。[6]但是这并不影响华夏文化是一种单独起源，

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来文明影响的文化的论断。 
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别，就主要经济方式来说，远古地中海文化圈的主流文明是游牧－通商型

文明，远古东亚文化圈的主流文明是农耕型文明。 

三、西方神质宗教文化和中国人伦宗法文化 

    在远古时代，不同的自源文明都自发产生过原始自然神崇拜与祖先神崇拜，由此构成了人类

的神话或童话时代。随着生态环境对文明发展的制约，东西方对神的崇拜则有所侧重。内陆海的

地中海适合海上贸易，为南岸的古埃及文明、东岸的亚细亚文明、北部的爱琴海文明提供了文化

交往的途径。远古时代地中海上的商业活动，孕育出蓝色的海洋文化。东亚大陆的北部是草原和

戈壁，西部是大漠和高山，东南部是丘陵和湖泽。虽然东部沿海地区曾经产生过与通商型海洋文

明不同的捕鱼型沿海文明，甚至有人提出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海域为“东亚地中海”之说，

但是在中国北部海洋那边的、远古时期从大陆或南亚传过去的朝鲜和日本文明都不是原始的本土

文明。有证据表明，远在东亚大陆南部的南岛文明也源于东亚大陆文明。也许在远古时期（距今

20000－10000），由于蒙古利亚人的迁徙，曾经存在过一个“泛太平洋文化圈”，虽然南岛居民被称

之为“善于航海的居民”，在岛屿之间有着海上交通的路线，但面对汹涌的太平洋，没有地中海上

的那种往返航行的风平浪静，很难以海上贸易为媒介促使这一广袤的海洋圈内多种文明的交融。

因此与地中海文化圈不同，古代东亚大陆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交汇之处在河洛地区，由此整合成

黄色的内陆文明。 
    居住在畜牧-通商民型的地中海文化圈的人们，也许由于濒临海洋，面对海洋的力量引起遐想

和探索，从而演变为以自然神为主导的崇拜。生活在农耕民型的东亚文化中的人们，也许由于植

根黄色的土地，面对土地的万物产生顶礼膜拜，从而过渡到以祖先神为主导的崇拜。是崇拜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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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主还是祭祀祖先神为主，是倾向于呼唤个人内省还是倾向于强化家族外抑，东西方从远古精

神信仰中孕育出神学信仰宗教与人伦礼教宗法的两大传统。依据精神信仰的主要倾向，西欧文化、

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源于自然崇拜的、思考神质的内省型宗教文化，华夏文化是源于祭祀祖

先的、倡导人伦的外抑型宗法文化。 
    思考神质的宗教文化或称之为神学文化。远古时期两河流域的居民崇拜自然力，在苏美尔－

阿卡德时期，代表自然力的神变为了城市的保护神，至巴比伦时期形成马都克创世神话。同时两

河流域也流行家族制思想的祖先崇拜和信奉天象征人世吉凶的星宿崇拜。西方宗教理论的创立，

源于苏美尔文化（前第三千世纪）留下的，以自然神崇拜为主的对于创世神质、人间善恶和个人

命运所具有的理性思考。如果把苏美尔人的创世神质看作自源宗教，那么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犹

太教（前 13 世纪）则为直接次生宗教，基督教（西元前后）与伊斯兰教（601）都是间接再次生

宗教，其共同特征就是“以自然为最高神祗，把智者变成尘世教主”。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以犹太

教的《圣经》为《旧约》。西亚经由犹太文化、巴比伦－亚述文化、波斯－伊朗文化，至 610 年在

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以《古兰经》为圣典的伊斯兰教，但并不排斥“摩西”和“耶稣”在宗教上的同等

地位，形成了伊斯兰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对阿拉伯人的影响可以追溯到西元 1 世纪。由于二者

带有明显的异族入侵的文化背景，有悖于阿拉伯民族感情，才产生了阿拉伯人自己的宗教，但其

宗教原理为借源次生。印度的婆罗门教（前 10 世纪）奉“梵”为最高神，认为梵天为世界本质，万

物皆由此生，以《吠陀》为经典，其自然神崇拜的痕迹十分明显。创立此教的雅利安人由中亚一

带迁入，其宗教原理有可能源自两河流域的早期理性主义，也许还接受了哈拉巴文化遗留下来的

生殖崇拜影响。继起的佛教（前 5 世纪）原理源于婆罗门教。与基督教相比，佛教的特点是以缘

起论排除了神创说，可以说基督教是“神学宗教”，而佛教是“哲理宗教”。与伊斯兰教相比，佛教

以“先知说”排斥了“教主说”，可以说伊斯兰教是超验性的“真主宗教”，而佛教是宣扬四谛的“觉悟

宗教”。     
宗法文化或曰人伦文化、礼教文化、法治文化。先秦的道家、儒家皆是人伦哲学或伦理哲学，

而不是宗教神学。老子取象于人之出生之“道”（产道），比类万物产生之“道”（天道），所谓“天人

合一”，以效法生育之“无为”（母子化育顺其自然）为君王南面之术（无治而无所不治），实为源

于生殖崇拜的“化育哲学”。与道家具有渊源关系的儒家，从“母子化育”延展为“仁者爱人”。[7]孔
子取象于“仁”，主张“正名”以“克己复礼”，实为纹饰化的“礼教哲学”。老子重在研究自然人或人

的自然性，孔子重在研究社会人或人的社会性。老子主张以制欲为手段返璞归真，孔子主张以伦

理为纲纪克己复礼，其深层一致性在于以血亲关系或家族伦理为本位，因此可统称为“人伦哲学”。
由此又演变为荀子-韩非子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家“权术哲学”，以严刑峻法为手段，形成绵

延几千年的“名儒实法”的专制传统。西汉以降，以道家为缘起、掺以巫术而衍生的道教，目标是

以“气”养“性”而得道成仙，与西方通过忏悔以追求心灵平静的“原罪”宗教不同。汉魏以降，佛教

西来，但在中土始终没有成为信仰的“觉悟”（“佛”之义“觉悟者”）宗教。除了历史上多次发生的

灭佛事件，在民间流行“谤佛讥僧”之风。因此我在多年前就提出：中国人有恐惧而少信仰，有潜

在的“恐惧情结”而很少升华到自觉的“信仰”。在宗法制度文化之下，从集体性恐惧原型中产生的

只是祈佛保佑、趋吉避凶的迷信和安分守己、自解自叹的命运。 
    汉语的“宗教”其实质为“宗法”、为“伦理”、为“礼教”。《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宀示”，段

注：“示谓神也，宀谓屋也”。子孙祭祀祖先神人于祖庙之义。《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从攴孝”。“攴”，小击也，父执棍教子之形。“教”与“孝”、“效”同源。所谓“宗”与“教”就是祭祀祖

先以上行下效，维护家族统治的主要仪式。在这种主流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其本质只能是宗

法主义。就西欧的“宗教”词源来说，姑且举英语 religion 为例，其义是：①信仰；②一心追求的目

标；③有关良心的事情；④自己感到应做的事情；⑤认真严谨的。综合本义“信仰”和其余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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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的含义：“从良知出发、认真严谨地做自己感到应做的事，以忠实于一心追求的目标即信

仰”。并非中世纪的欧洲没有教会的恐怖，但那是后起文化现象，这里主要就本原文化而言。以汉

语词“宗教”翻译 religion 并不妥当，合适的翻译可能是“信仰”。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 religion，只有宗法。与西方 religion 的个人信仰内省性特征相比较，

中国“宗法”的家族伦理强制性特征非常明显。在传统宗法主义或礼教文化中，缺乏发自个人内心

的虔诚信仰与价值追求，只有处于家族统治下的外在恐惧与无奈祈祷。在中国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中，没有主动的净化灵魂的向善为美的仁慈和博爱，只有被动的明哲保身的趋吉避凶的侥幸和冷

漠。西欧宗教文化中，人可以作为“个人”活着，自愿与上帝（良知的神圣化）交流。中国宗法文

化中，人只能作为“类人”活着，被迫受礼教（节欲的规范化）束缚。这不但是基督教文明与儒家

文化的根本差别，也是东西方传统的生命价值（个人价值优先和集体价值优先）、组织模式（集权

制与分权制）和组织规范（重在惩治民众的律治与重在限制权力的法制）的社会心理结构的本原

性差别。 

四、西方屈折型语言文化和中国孤立型语言文化 

    人类文明和文字最早的创造者——苏美尔人其语言谱系归属不明，但依据苏美尔文字的研

究，其语言结构属于粘着和造格，可存而不论。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埃及语言、巴比伦-
亚述语言、阿拉伯语言属于闪含语系，因此埃及文化、巴比伦－亚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都是闪含

语言文化。同样，印度语言、希腊语言、罗马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皆源于原始印欧语，因此印度

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同属于印欧语言文化。闪含语言和印欧语言都是屈折类型，也许有一个更

为远古的共同来源，换而言之，闪含语言文化和印欧语言文化可能源于同一原始母文化。所谓屈

折语类型，是指采取语音屈折变化的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语言，可以根据形态变化确

定词类和句子成分。闪含语言是辅音词根的屈折型，一般由三个辅音构成词根，通过辅音之间的

元音交替变化以构成不同的语法形态和词性转变。印欧语言是元－辅音屈折型，既有元音屈折，

又有词尾附加。也许，闪含语言比印欧语言保存着更为古老的原始状态。 
组成“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南岛－南亚语、藏缅语与阿尔泰语的原始结构都是粘着型。正

象原始华夏文化是混合文化一样，原始华夏语是混合语，与毗邻三大语言先后有过不同历史阶段

的层垒性发生学关系。经过多次的持久融合，华夏汉语由原始粘着型演变为词根语，主要采取语

序、虚字和语气的手段来表示语法意义。上古汉语以复辅音的单音节词为主，也许还有辅音后缀，

即 CCVCC 结构。从中古前期开始，由于语音系统和音节结构的简化，作为补偿同音词太多的方

法出现了大量的合成词。 
    如果依据语言的结构类型，那么西欧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是屈折型语言文化，中国

文化是孤立型语言文化。作为研究印欧吐火罗语的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在论及“西欧文化是印欧

语言”的同时，却把属于印欧语的印度文化划分给与印欧语不同的东方文化。由于自觉不自觉以“西
欧眼光”来观察“非西欧文化”，因而忽视了这一显而易见的语言亲属关系，未能认识到语言结构类

型在文化结构类型划分中的重大价值。 

五、西方音素论文化和中国音节论文化 

    有了文字，人类才跨进了文明史阶段。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由阿卡德人传至巴比伦－

亚述人，最终由波斯人改造为音节文字，这就是历史上的楔形文字文化圈。古埃及人创造了圣书

字和分析语音的离素原则（音节结构分析到音素），闪米特人在借用圣书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辅音

字母表（语音系统分析到音素）。闪米特字母西传至希腊，希腊人改造成为元－辅音字母表（所有

音位都由字母表示），再通过拉丁文化流播于欧洲。闪米特字母东传，印度人改造为音节字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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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出南亚和东南亚多种字母。闪米特字母在阿拉伯地区演变为阿拉伯字母，通行于伊斯兰世界。

希腊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婆罗米－梵文字母和阿拉伯字母都源于闪米特字母，在历史

上形成“闪米特字母家族”。 
    中国的文字最早为殷商甲骨文，迄今为止，尚没有证据表明甲骨文为外来文字。与西方文字

的拼音化方向完全不同，由于词根语结构类型的制约，汉字走上了由假借原则（由同源通用，到

同音借用）到形声原则（由添加意符或声符，到意符和声符拼合）的发展道路。汉字除了在中国

境内为周边民族借用和仿制之外，还东传朝鲜、日本，南传越南，在历史上形成“汉字文化圈”或“汉
字家族”。 
    依据文字的发生学分类，可以分为自源和借源文字。欧洲、印度和伊斯兰文化的文字都是借

源文字，其源头文字早已死亡。汉字不仅是自源文字，而且是至今还在使用的唯一的自源文字。

汉字是汉字谱系的本元文字，欧洲、印度和阿拉伯文字都是闪米特文字谱系的变元文字。语言的

类型对文字的类型具有制约性，东西方不同的语言类型决定了东西方文字类型的不同发展方向。

依据文字的功能分类，可以分为表音类型与表意类型。欧洲、印度和伊斯兰文化是表音类型文化，

中国文化是表意类型文化。 
    在文字类型深层，蕴藏着西方的“音素论”思维模式和中国的“音节论”思维模式。音素论源于

音素组合的离散继起性，音节论源于音素组合的混成共起性。所谓离散继起性，是指音素结合的

界限若连似断，听感上线性流逝；所谓混成共起性，就是指音素结合的界限紧密难分，听感上瞬

间一体。[8]暂举英语和汉语为例，英语的 sway（摇摆）与汉语的 suei（岁），国际音标同为[suei]，
但在实际发音过程中，sway 的发音表现为 s-u-e-i,界限较明，时值较长；“岁” 的发音表现为 u-sei，
即先作合口状，然后将声调（普遍倾向于先秦时期汉语处于从非音位性声调向音位性声调的变化

时期）包裹着的整个音节脱口而出，混然一体，时值较短。屈折语的 word（汉译为“词”）[9]常为

多音节，多音节词中的单音节没有语义，必须几个音节组合才能成为 word。这种处于待拼状态的

纯表音音节，具有明显的离散性。此外，元音屈折和辅音词缀进一步强化了屈折语音素的离散性。

反之，词根语中的“名”是完整的音义体，一个音节表现一个语义。汉语音节的附义性，进一步强

化了音素的共起性和音节的混成性。 
    由屈折结构类型的音素继起性自发产生了闪含-印欧语语音分析的音素论。音素论认为音素是

构成语音的最小单位，通过音素的组合构成音节，由音节再构成词音，词语的形态变化和词性转

类以音素的交替和附加为手段。音素论具有分析性、因子性、组合性的显著特点。由词根结构类

型的音素共起性自发产生了华夏汉语语音分析的音节论。音节论认为音节是语音的自然感知单位，

音义二者同源，音节无须组合就可以表达完整的词义，语词没有形态变化而词性转类通过音节的

孳生为途径。音节论具有意象性、整体性、孳生性的显著特点。依据自发的语音结构分析模式，

欧洲、印度和伊斯兰文化是音素论思维模式文化，中国文化是音节论思维模式文化。 
导致人类文明差别的缘起，除了生态环境及其经济方式，最关键的就是具有沟通自然和精神

的环节——语言模式。前第三和第二千纪，埃及王国产生的音素论模式和商周王朝产生的音节论

模式，才是东西方文化本原性差别之缘起。  

六、西方的思辨逻辑文化和中国的思辨意象文化 

    美国语言学家比克顿（D. Bickerton）在《语言和物种》（Language and Species,1990）中很有

说服力地表述了这一点：“只有语言能够冲破锁住一切其他生物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我们解放出

来，获得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自由”。[10]毫无疑问，人类学上的心智现代人类是语言符号的动物，

由于人的存在，物质性的世界才具有了的意识性的语言。人与动物性相区别的人性就是语言性。 
    人所认识的世界就是语言符号中的世界，语言符号的建构方式成为语主认知系统中的世界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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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方式。所谓“人类的思维具有共同性”是指大脑功能的共同性，而不是指思维模式的一致性。反

之，不同的语言模式具有不同的认知或思维模式。认知模式偏重于动态探索过程，而思维模式偏

重于静态思考程序，为了方便可以统称为思维模式，语言模式与思维模式具有相关性或同构性。

思维模式具有层次性，可以分为日常会话模式和思辨论证模式。思辨论证模式是一种发现模式，

在西方表现为探索自然的科学模式，在中国表现为阐释道理的名辨模式。说某人的话“不合逻辑”，
是指不符合源自西方的形式逻辑，但并不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这些“不合逻辑”的思维

或会话没有“自然逻辑”。因此在形式逻辑之外定有日常思维或自然语言的逻辑，只是我们受西方

形式逻辑影响太深，将自然语言法则斥之为“不合逻辑”。经常抱怨或谴责生活中的事情 “不合逻

辑”，其实是因为并不理解隐藏在这些事情后面的另套“逻辑”。不但数学家有数理思维逻辑，诗人

有诗歌思维逻辑，即使“思维混乱”的精神病患者仍有与自己的“逻辑”。 
中国古代存在传统的发现和论证模式，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 Logos，为了避免含混不清，现

在给出一个“发现和论证模式”的上位概念“思辨模式”。语言模式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性导致了思辨

模式的不同性：屈折结构类型产生了以同一律为原则的严密（分析性、缜密性）而求实（实证性）

的“逻各斯”，其典型格式是三段论。词根结构类型产生了以同构律为原则的周详（轮廓性、整体

性）而达意（意会性）的“意象法”，其基本习惯是推类法。 
    闪含语和印欧语以语音屈折变化为手段表示语法意义，导致了语音音素的抽象分析，形成了

以“分析－归纳－演绎”为过程的“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模式。分析法与音素分析、归纳法与

音素归类、演绎法与音素组合，分别具有相关性。从概念到判断是归纳过程，从判断到推理是演

绎过程。在三段论中，大前提是归纳的结果，小前提是个别的判断，结论是演绎的结果。 
    希腊与印度虽然相距遥远，但是各自产生的思辨模式都不约而同地趋于三段论。德谟克利特

（Demkritos，前 460－前 370）将思维作为研究对象，写出了发现归纳法的西方《逻辑》。发现音

素的基础就是自发的归纳法，因此作为源自音素论的原子论的创立者，德谟克利特对归纳法的发

现不可能与音素论没有联系。亚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前 384－前 322）在《工具论》中提炼出

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的演绎式三段论。经逍遥派、麦加拉派、斯多葛派的补充和

发展，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建立起来了。在印度因明学中，思辨模式提炼为宗（断案）、因（小前提）、

喻（大前提）组成的“三支式”。三支式与三段论名异而实同，只是内部排列顺序有别。半个世纪

以前，虞愚（1936）曾慨叹：“亚里斯多德所著《机关》一书，其中讨论结论与验证之‘分析法’，
及讨论归纳及或然之‘辨义法’与印度因明学属有统系之研究，为古今东西学者所共尊，谅有多少

关系，不尔，五分作法与《机关》之三段论式，何相似之甚耶？（此问题惜无确实考证犹属悬案）”。
[11]依据三支式源于《正理经》的五支式（宗因喻合结），可以认为印度因明是自源逻辑。三支式

与三段论思辨模式相似性的“悬案”，只能以语言类型对思维模式的制约性原理来加以解释。 
最早的一批阿拉伯逻辑家都是古希腊逻辑著作的译注者，他们的功绩是结合阿拉伯当时的情

况宣传了逻辑的作用。除了使古希腊逻辑延续下来，后来又把逻辑论著反传西欧。[12]阿拉伯逻

辑学之所以创新不多，是因为希腊逻辑适合于他们的语言类型及思维模式，不可能有质的突破。

尽管西亚没有产生本土形式逻辑，但是依据印度自发产生本土因明三支式的事实可以推断：如果

西亚自发产生逻辑，也许叫别的名称，但必然是“三段论”。依据语言类型对思维模式的制约性原

则，可以给出如下三段论：“如屈折型语言的思辨模式皆表现为三段论；如闪含语言为屈折型语言；

闪含语言的思维模式是三段论”。 
只有词根型的华夏汉语与之不同，一方面语义与语音合一为“名”，另一方面通过“名”的直接

配比来传情达意，导致了语义的具象训释，形成了华夏汉人以“立象－同构－顿悟”为过程的“意象

－比类－尽意”的思维模式。以华夏汉语为参照，立象与具象命名、类比与同源派生、顿悟与转注

立训，各自具有相关性。以华夏汉字为参照，立象与象形造字、类比与假借用字、顿悟与形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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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分别具有相关性。从意象到比类的过程是同构，从比类到尽意的过程是顿悟。这种思辨模式

可称之为意象法，其典型格式可称之为推类法。 
中国人的认知思维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象”。《周易·系辞》曰：“天垂象，……圣人象之”。“垂

象”之“象”是名词，“象之”之“象”是动词，圣人象象。又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象、

法、文、宜（仪）”皆为象之对象。华夏汉人以“意象”来表达事物的性质，与“类比”和“尽意”组成

思维模式。意象（象象）是对“象”的规定，即如何依据个别事物的显性特征将客观存在转化为主

观认识，实现的办法是“观物立象”或“取象”。比类（类象）是对“象”的系联，即通过具有相似性

或相关性的不同事物的系联将个别认识扩展为一般规律，实现的办法是“援物比类”。尽意（言象）

是对“象”的阐释，即在“观物立象”和“援物比类”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修辞表达顿悟的感受。[13] 
“圣人立象以尽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取象”法普遍存在。汉字起于象形，故《说文》取象于“象”
以统文字。八卦取象于男女交合，故喻之“乾坤”连断。太极取象于男女，故图以“双鱼”互补。《周

易》取象于“易”（蜥蜴）以比变易，老子取象于“道”（产道）以示有无，孔子取象于“仁”（二人）

以明忠恕，庄子取象于“鲲鹏”以求畅达。 
胡适（1917）认为《墨子》的“三表法”是先秦名学的论证理论。[14]《墨子》说：“凡出言谈，

则必先立仪而言，是故言有三法（与“三表”同）。何为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情；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家，察万民而

观之”。如同有人要把《周髀算经》译解成欧氏的《几何原本》一样，也有人试图把《墨经》译解

为亚氏的《逻辑学》，其实《墨子》的“名、辞、说”与亚氏《逻辑学》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组

织形式并不一样。[15]三表法是三种单独的也可以同时使用的思辨方法：或法圣王（给出权威论

据）、或察耳目（印证亲身体验）、或观为政（表明主观动机），它们之间并不具备三段论内部的推

理联系。究其“必先立仪”，[16]其思维模式还是比类以尽意。 
朱晓农（1997）认为，与西方形式逻辑所遵循的同一律不同，秦人思维的基本观念是同构律，

其推理方法是与具有盖然性的归纳法、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法和具有偶然性的类比法都不同的内推

法、外推法和旁推法。同构律是建立在对种-属、属-种和异类三种同构性的认可之上。其中异类

同构性及其旁推法是秦人同构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17] “万物同构观”的出发点就是万物

的相似性，也就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找共同性或相关性的以此推彼的推类性，因此最典型的方

法就是推类法。推类法没有大、小前提和结论的三段式，只要列出异类的同构性，就可以断言甲

类具有乙类的特性。 
根据西方的三段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如果张三是人，则张三是有死的”为标准，中

国式的推理“人固有一死，圣人人也，然则圣人不朽”是不合“逻辑”的。其实西方三段论的对象是“生
物性的人”，死是“生物性的死”；而中国式的推类所讲的是先是“生物性的人”和“生物性的死”，后

转到“文化性的人”和“文化性的死”。这种不保持共同性、强调独特性的旁推法就是古代中国思想

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常用的推类方式之一。[18]作为生物性的人必然会死，作为文化性的人

有可能不朽。正如一首诗说：“有的人活，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就是着眼人的精

神文化价值的不同。西方的三段论形式上很科学，保持了概念的同一性，但是却没有揭示人的文

化性，在中国古代学者来看三段论所论皆为常识，句句是“废话”。中国的旁推法形式上违背了同

一律，“偷换”了概念，在西方形式逻辑来看无异于“诡辩”，但却提供了新知。根本问题在于，形

式逻辑的同一律掩盖了事物属性的复杂性，而逻辑只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证明手段。“概念-判
断-推理”的思维模式和思辨模式三段论，以事物的同一律为原则，严密分析论证，重在“以理论之”；
“意象-比类-尽意”的思维模式和思辨模式推类法，以事物的同构律为原则，整体感受顿悟，重在“以
心悟之”。然而不但异类事物是同构性和非同构性的统一，即使同类事物也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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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西方概念重在具体属性的单一性和不同属性的相异性，中国意象重在异类对象的整体性和

不同事物的相似性。属性的单一性与音素的性质相同，对象的整体性与音节的性质相同。不同的

语言类型与不同的思维模式具有相关性，这就是东西方思维具有不同特点的内在根源。 

七、希腊原子论模式与音素论模式的同构性 

    本原哲学的对象源于原始神话传说母题。生态环境造成了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不同，从认

识对象上造成了西欧源于自然神崇拜的“自然哲学”与华夏源于祖先神崇拜的“人伦哲学”的差别。

本原哲学的模式源于语音结构模式。人们通常以为“希腊哲学是西欧学科之母”，而不知哲学是本

原语言文字（书语）和原始神话传说（口语）的智慧女儿，远远早于本原哲学的语言文字学才是

人类学科之母。 
距今大约 6000－7000 年前，从原始记事符号中孕育出最早的文字。文字的发明为巫术文化、

社会管理、历史记载和商业会计提供了超时空的传播工具，使人类进入了依据文字“垂后识古”的
文明阶段。新石器时代的每种语言都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制约，每种语言都在以特定的方式切分

周围的世界。运用的原初语言不同，对世界的原初认识也就有别，由此形成特定的原始认知模式。

自源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必然以原初语言的天然感知和直觉分析为前提，因此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文

字成为人类文化的原初学科。从宏观文化的视界来看，与其他文化不同，只有语言才具有本体文

化和载体文化的双重性。用语言文字做载体的后起学科势必留下最初的语言感知和直觉分析的烙

印，从而导致了哲学思维模式与语言结构模式的同构性。 
希腊本原哲学既是脱胎于自然神崇拜的“自然哲学”，又是以屈折语的音素分析模式为基础的

“物理哲学”或“分析哲学”。依据 word 内部音素结合的继起性的离散知觉，古埃及含米特人轻而易

举就发明了分析辅音的“离素原则”，制定了最早的辅音符号。与之语言结构相同的闪米特人，通

过借用音素符号制订了辅音字母表。依据印欧语的屈折特点，希腊人又进一步完善为辅-元音字母

表，形成了把音系分析归纳为有限音素、由这些音素再组合成若干音节的“分析归纳-组合演绎”的
思维模式。与之相应，“元素－原子论”把自然界分析为基本元素，用这些元素的结合与分离解释

万物的生灭现象。也许希腊“元素说”自然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前 624－前 547）正是从埃及人

那里接受了水是太初存在的观念而提出“水一元论”。同样埃及人对太阳神、大气神和土神的崇拜，

启迪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前 490－前 430）提出了“火、水、气、土”是万物之根的“四元素

说”,同时“爱”（吸引）和“斗”（排斥）这两种力量使元素结合或分离。希腊“原子论”哲学的创始人

留基波（Leukippos，前 500－前 440）的传人德谟克利特，进一步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
空”。原子这一基本哲学概念，其本义即“不可分的物体”。原子之间只剩下形状的不同，以及数量、

位置、次序和彼此的结合与分离。原子在虚空中彼此结合而形成涡旋运动，从中产生出万物。大

千世界的生生灭灭、千变万化，都是原子的合与分运动造成的。当代学者仍然认为：古典原子论

在许多方面是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哲学成就之冠。即使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后，通过伊壁鸠鲁

和卢克莱修，在希腊思想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希腊古典时期末期的普利西安（Priscian，约 500 前后）在论述拉丁语史所说：“正如原子集

合起来产生一个个有形的物体一样，语音组成了像某些有形实体一样的语言”，[19]已经揭示出原

子论与音素论之间的相似性，但未能正本清源。字母文字是在前 9 世纪从腓尼基传入希腊的，原

子论哲学则产生于前 5 世纪左右。依据先后顺序，是音素论模式促成了原子论哲学的产生，而不

是相反。语言和文字是希腊古典时期人文教育的基本内容。斯多噶学派认为： 首先产生印象，然

后是思想借助语言，以语词的形式表达由印象产生的经验；其次，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辩证的研究

来区分的；再次，大多数人同意，辩证法的研究应该从与言语有关的部分开始。哲学的原子论使

古希腊确立了以自然客体为认知对象，依据基本元素或原子的离析和结合方式对客体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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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演绎的科学主义认知传统。 
阿拉伯人来到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前，这一地区的许多城市已经希腊化。阿拉伯哲学除

了从波斯和印度哲学中吸收了一些思想，主流是对希腊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受原子论和毕

达哥拉斯数论的影响，产生了中世纪阿拉伯自然哲学学派；另一方面受亚里斯多德学说影响，产

生了阿拉伯理性哲学学派。哲学名词“焦赫尔”（jauhar，本质）被认为是希腊语“原子”的译语。8
世纪的巴士拉学派不仅继承了希腊原子论的传统，而且提出了展延性与实体化、位置和地点、物

理的可分性与数学上的可分性、数学上的原子与物理学上的原子等概念的差别。从拉齐（Razes，
864－925 年）开始，原子论在穆斯林神学家之间极为流行。拉齐认为，物质是由不可分的原子构

成的，这些被太虚所间隔的原子的疏密度决定了客体的基本的质，与德谟克利特学说的相似性非

常明显。几乎作为独一无二的例外，穆斯林神学家接受了物质、空间和时间的原子论观点，在它

上面建起了真主作为绝对主宰的神学大厦。阿拉伯哲学融合了希腊哲学，吸收了印度与波斯哲学，

调和了哲学和宗教，沟通了哲学和科学。反过来，中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又对欧洲哲学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它把希腊哲学保存下来，使处于黑暗时代的西欧学者在读到由阿拉伯文重译为拉丁文的

著作后才发现了辉煌的希腊哲学时代。[20] 
吠陀时代的印度就开始专门研究语音规则，早在希腊人之前就创造了语音分类原则，区分出

元音与辅音、塞音与檫音。据说前 1000 年就编成了第一批词典，分解出词根、后缀和词尾。印度

人把语法称为“语法分析”，其意为“分析、切分”。前 4 世纪的《巴尼尼语法》，包含 3996 条规则。

这些研究使印度的宗教与哲学一开始就带有语言分析特点。佛陀时代六大师之一的阿夷陀（Ajita  
Kesakambali）主张“土、水、风、火四大说”。在此基础上，波浮陀迦旃（Pakudha Kachchayana）
提出“七要素说”，“土、水、火、气”是物的要素，“乐、苦、灵魂”是心的要素。七要素是稳定不

变、无生无灭的，一切众生有命的生死都是要素的集散离合现象。耆那教派提出的与原子论相近

的“极微说”，在列国哲学六宗中时代颇为盛行。弥曼差派认为，世界不依赖任何神力而永恒存在，

万物的生灭是由于极微变化的结果。数论派的因中有果论，主张“因”是物质的，称之为“自性”或“原
质”，原始物质细微不可见，故又称之为“未显”。胜论派与正理派的哲学观点都是极微说。据说胜

论派的自然主义实在论即源于七要素说，他们认为“微尘是常，能生一切物”。与德谟克利特把灵

魂也看作是由原子构成的古希腊一元原子论有所不同，印度的极微说认为“我”（灵魂）是一种独

立于物质实体之外的实体，表现为二元原子论。[21]佛教教派的吠婆师迦和经量部，婆罗门教派

的正理派和胜论派 ，还有耆那教，到 5 世纪都推断出原子论，显然与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无关。[22]
为什么印欧哲学中不约而同地产生原子论，这只能用音素论来解释。 
    西方自然哲学的原子论与语音分析的音素论的同构性在于：1.因子性，事物由不可再分性的

基本单位构成；2.离析性，这些基本单位之间可以相互离析；3.组合性，这些基本单位之间可以相

互组合构成事物。总之，在西方文化中，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事物的因子性，事物的多样性在于因

子的组合性。 

八、中国玄牝象模式和音节论模式的同构性 

中国本原哲学既是源于祖先神崇拜的“人伦哲学”，又是以词根语的音义合一性感知为基础

的“顿悟哲学”。华夏汉语是以没有形态变化的“名”（后世统称“字”）为基本符号的词根语，音节

内部的音素结合方式具有混成共起性。华夏汉语的派生词以同源孳生为主，孳生词与本源词的关

系或是语音全同、或是语音屈折、或是辅音附加，由一个单音词孳生出来的依然是单音词。与古

埃及发明的离素原则不同，华夏汉人发明的是以同源派生为基础的假借原则（早期同源词共用字

根）和为区别同形字而衍生的形声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基础都是语音认同的联想性类比。 
中国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与华夏汉人对语言的感受相一致。《说文》：“文，错画也”，交错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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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文”即纹身、纹饰之本字。古人从以色彩线条可以纹人之身、纹器之饰，发展到以“文”记事。

《说文》：“字，乳也”。段注：“人及鸟生子曰乳”。本义是在屋里哺乳孩子，与表滋长、滋乳之义

的“兹、滋、孳”等同源。“文”为“字”之本，则“字”生于“文”。“文”“字”孳生如同“母”“子”化育，一

生就是一个音义兼备的整体。与之相应，先秦老子哲学的创世模式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犹如《说文序》“文者，物象之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如《说文序》“字
者，言孳乳而渐多也”。 

（一）释“道” 
作为“道德哲学”的老子哲学，“道”通常被后人误解为“道路”，引申为“途径”与“方法”。[23]道

之“路”义，并非其原始义。考“道”之字形，右“首”为头，左从“辵”为足。《说文》：“辵，乍行乍止

也，从彳止”；又“彳，小步也，象人胫三属相连也”。依据甲金文，“篩（止）”为脚形，“彳”为“篩”
之变体。“篩”与“彳”为双足前后移步之形。“道”有上首与下肢，像人之形。从语源考据，“道”之
初文“首”，“首”即头也，为人之主体；“首、道、头”古同音。依据《老子》“道”指婴儿之形。周

代金文“道”，从“首”在“行”中，为“彳首貨”。《说文》：“ 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亍”；又“亍，步止

也”。“彳”与“亍”皆为“篩”之变体，“行”为双腿之行。又《说文》：“胻，胫端也”，“行”即“胻”之初

文。“行”为双腿之形，又通行走之径。甲骨文另一字形盖取象于行走之交叉路口。此为同词而异

象也，许慎说解则据其本义。 
考定“道”之本义为“婴儿”，除了依据《老子》文本，还依据《说文》“道”之异体作 “首寸”。

《说文》：“寸，从又一。又，手也”，“寸，度之，亦手也”，“寸”为“肘”之初文。“道”之异体“首寸”，
依然表示“道”之本义与人形有关，而与道路无涉。无论右“首”左“辵”，还是左“首”右“寸”，“道”
皆为有首、有肢之人。婴儿顺产时“首”必先出，肢体“肘”和“辵”而后出，故“道”象赤子之形。由

此可见，“道”作为名词指“产道”（老子“玄牝”），作为动词指“产子”。《说文》：“导（导），引也”。
从道、从寸，以手引子“接生”谓之“导” 。“道”之路义为产道、通道的后起引申。 

（二）释“道、达、泰、大” 
    又“道”有通达之义，“蘂”之形义也为生子。《说文》：“蘂，或从大”。段注：“此与水部滑、泰

字音义皆同”。《说文》：“滑，利也”；又“泰，滑也。从共水，大声”，段注：“从共水，水在手中，

下溜甚利也”。“达”之字形，“大”为人形，“辵”为足形。“泰”（泰）为“大”顺水滑下，以手（廾）

接之之形也。“大（大）”（人展肢之形）、“达”（顺产之形）、“泰”（接生之形）与“胎”（腹中胎

儿）同源。《诗经·生民》写后稷诞生“先生如达”。“先生”，头生子也；“达”，顺产也。此可证“道、

达、泰、大”皆为生子之形义。   
（三）释“德”    
《说文》：“德，升也”。段注：“升当作登。迁，登也……登读言得……今俗谓用力徙前曰德”。

“德”之初文为“衫”。《说文》：“衫，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心”。甲骨文从目从心会意，

以目视之而心有所得也。“德”、“得”音同义通。《说文》：“得，行有所得也；从止，旦寸声”。初

文为 “濁”，甲骨文从贝从寸会意，以手持贝而有所得也。老子之“德”，即母生子有所得也，俗语

“喜得贵子”。 
（四）释“有”“无” 

    老子又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有）”，从又（又）、从肉（肉），源于“又”。
《说文》：“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声；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肉”，父母所生之骨肉也。

“有”之形以手持肉，即抱子也，生子为“有”也，俗语怀孕叫“有了”。“无”，古音近“母”（母），“母”
之同源有“毋（毋）”，与“无”音同义近而同源。“无”亦作“無”，与“舞”同源。“舞”与“巫（巫）”同
源，女巫以舞迎神也。“无”、“毋”、“母”、“舞”、“巫”皆同源。所谓“有生于无”，即取象于“子生

于母”。“有”包含主观拥有、客观存在二义。“有”与“无”相对，拥有之语义。“有”与“亡”相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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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语义。《说文》：“亡，逃也；从人熈（隐）”。“亡”与“无”为阴阳对转。中国人的客观存在的

语义源于主观拥有的观念。主观拥有的另一对概念是“得”与“失”。《说文》“失，纵也。从手，乙

声”，从手中失去。 
    解释了核心概念“道、德、有、无”，老子要义才能畅达。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谷神” 与“玄牝”呼应，“谷神”即欲神，即孔子的话 “食色，性也”，“玄牝”即女阴，

以之喻为“天地之根，众妙之门”。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先天地生者为天下之“母（毋－无）”，
称之为“道”（产道），强名之为“大”（舒展四肢之人）。“有物混成”为阴阳交媾，“独立不改”、“周
行不殆”为周期月经。以往的哲学家因为不了解“道、德、有、无”之语源本义，或误解“道德”，或

认为《老子》的“有无”是“最概括，最抽象，最难懂的一部分”，[24]以致于对老子哲学的阐释总存

在着一层隔膜。 
    与希腊原子论脱胎于自然崇拜不同，道德哲学的原型是华夏先民的女性生殖崇拜或祖先崇拜。

老子取象于母之“玄牝”化育，援物比类天地万物之“有生于无（母）”，以尽“效法自然（自生自灭

之状）”、“无为（无须人为干预）而无不为（无一不自为）”的“君王南面之术（宗法社会的组织

管理）”之意。由个体化育到万物造化，再到人伦关系，建立了道德哲学、万物哲学（自然哲学）

与人伦哲学（权术哲学）的三位一体，展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人伦主义性质。人的产

生是阴阳交媾、完形整魄，老子的哲学原则是混成性（阴阳交媾）与整体性（灵肉合一），因此，

老子哲学又可以称之为“玄牝象”，由此促成了取象类比、言语尽意的顿悟性哲学传统的确立。庄

子要讨论精神自由，并不取概念、给定义、下判断与做推理，只是取譬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

而上者九万里”而尽“无拘无束”之意。老子玄牝象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与华夏语言文字的孳乳原理

具有对应关系： 
 

 
道德哲学原理 

母（玄牝）——产生——子（道） 
无（天下母）—产生——有（德） 
无为—————产生——无不为 

取象：生殖化育 
  比类：万物生成 
尽意：南面之术 

语言孳乳原理 原生词——比类孳乳——次生词 取象——同源——转类 

文字孳乳原理 独体文——比类孳乳——孳乳字 象形——假借——形声 

 
中国的老子玄牝象结构模式与语音分析的音节论模式的同构性在于：1．意象性，通过意象认识事

物的属性；2．整体性，单个事物是整体的、混成的；3．孳生性，万物生于一，事物之间相互孳

生；4．类比性，异类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可以连类而及。总之，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事物的同构性，

事物的多样性在于事物的孳生性。 
《周易》为西周占卜之书，其哲理是“易”（易，蜥“蜴”之本字），取象于蜥蜴之易色，以比类

人事之变易，而尽万物变易之意。“周”一语双关：一为“周国”，一为“周遍”。万物皆变，周而复

始，方需占卜。《易》之八卦，基本符号是乾“—”（连）、坤“- -”（断）。其“乾坤观”取象于男女，

乾坤交合孳生，衍为六十四卦。中国古代虽有貌似二分的“阴阳观”，最典型的就是太极图（原始

生殖象征的黑白双鱼图案），但意在互补而并非离析。乾坤阴阳观来自男女交合和日月交替，日月

交替为昼夜，男女交合生子女，仅此二分仍合二而为一，出发点重在事物的互补完整性而不是对

立分析性。这种“合二而一”（“中庸”、“尚和”的思想导源于此）的互补性思想模式，仍然与汉语

语音和语义“合二而一”的音节论相一致，与西方音素论的音素多个性与组合多样性的“一分为多”
思维模式具有本质的区别。乾坤阴阳观的特征仍然是意象性、整体性（互补性）、孳生性和类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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